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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Shap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official body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corps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Zhang Yun, Li Hong-w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althusser,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requires not only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skills of
the productive labor, but also the obedience of the productive labor to the norms of the existing order.
In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institutionalized education is not the only channel to shape the modern
body. Oth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children’s groups, have become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official body
construction.These organizations demonstrate the state’s control over the individual body through activities that
target body posture, hygiene, skills and awareness.Children’s league aims to organiz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Anti-Japanese War work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skills training and requirements
put to use in their physical body, it can be seen that children are endowed with the moral ideal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hape the exemplary existence of the offici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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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尔都塞认为，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还要求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各种规范的

服从。在陕甘宁边区，现代化身体的形塑并不以制度化教育作为唯一管道，其他如儿童团等组织成为官方对其身体建构的另

一种重要形式。这些组织透过以身体姿势、卫生、技能和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体现出政党或政府对个体身体的支配力。边区

儿童团旨在组织儿童参与抗战工作与生产活动中，通过对施展在其肉体上的技艺训练和要求的观察，可以看到边区儿童被赋

予对抗日救亡的道德理想，并塑造出官方身体的模范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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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对儿童身体的统御方式，如童子军、少

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的组成出现在20世纪初叶，其组训

方式并不源自中国本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国力的

衰颓，身体成为了各方话语的焦点，它从最初的隐而

不显到成为提升国力的角逐场。从梁启超提倡新民

说，蔡元培提倡五育并举，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

科学旗帜，清楚地显示出对身体的改造是那个时期的

共同诉求。但从清廷覆亡到军阀据地而治的时期，改

造的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国家的手里，直到南京政权确

立后，带着现代性的官方身体塑造意识才透过各种权

力机制的行使出现在中国。官方身体的建构是一种

试图标准化和国民化身体的作为，旨在模塑不同于旧

式社会的新国民形象，在一统化和秩序化的训育过程

中，对个体的支配显示出绝对的领导权。这种身体领

导权的发展，并不以制度化的教育作为唯一管道。根

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遵循一个前

提，即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对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

而对于生产条件中的劳动力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

出劳动力的技能，还要求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各

种规范的服从。由此，阿尔都塞提出了AIE（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概念［1］。镇压性国家

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而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的，如教育、家庭、政治、法律

等。其中的童子军、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的存

在是其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可以归类为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的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从陕甘宁边区所处环境来看，一方面

由于地处相对稳定的大后方，因此教育能最大可能地

开展；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文教建

设，尽管教育有了较大进步，但总体落后的情况，难以

与国统区的教育接轨。边区的教育观强调阶级论，建

立在政治功用之上，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社会教育在

第二位，国民教育在第三位［2］，革命意识形态贯穿于

教育始终。在陕甘宁边区所处抗日救亡与国民党封

锁的背景下，儿童除在学校里接受系统化与知识化的

教育外，课堂外的身体训练更被冀望于塑造有民族意

识、爱国情操和良好体能的国民。

一、义务观念：官方身体的模范化

贝登堡作为童军运动的创始者，在《童子警探》一

书中，对英国人缺乏军国民训练的焦虑，使他将性格

训练和身体健康作为训练的主要内容［3］，其出发点最

终赢得英国的荣誉和繁荣。至此，童军运动在1907年

后流传各国，这种身体的统御手段不只出现在以资本

主义作为生产方式的英、美、法等国，同时也盛行在举

法西斯主义旗帜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与资本

主义对立的苏联，如德国的“游鸟运动”、意大利的“巴

里拉”、日本的少年团以及苏联的十月儿童团等儿童

组织，并于1912年出现在中国，即由严家麟于武昌文

华书院所创立的“童子义勇队”。南京政权成立后，中

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于1928年设立，党化思想开始

成为童子军运动的指导思想，1935年南京政府将童子

军从原来的课外活动变成必修科目，从自愿活动变成

强制性教育。其宗旨为“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

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

之健全”［4］。童子军运动所蕴含的军国民教育成分

为这个转变的重要原因，这种取向也体现了贝登堡

《童子警探》中提出的儿童对大英帝国忠诚与服从的

观点。

1930年在瑞金成立的共产主义儿童团，是在原劳

动童子团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以列宁的组训

青少年的方式作为援引对象，源头为1922年成立于苏

联的列宁少年先锋队。苏维埃时期，共产主义儿童团

被定义为阶级教育性的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使儿童

参加各种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共产主义

儿童团旨在对儿童实施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并将其

作为共产青年团的后备军。随着中共中央撤离江西，

长征北上后于陕北将共产主义儿童团改名为儿童团，

其所属的共产青年团也改造为青年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所辖

组织为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少先队、儿童团等。

在《儿童团组织章程》中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

童都可以成为儿童团员，以区为单位成立儿童团，乡

为大队，县以上的在青救会设立儿童科［5］。延安市

内，各市、县政府教育科科长为儿童团总团部指导员，

小学教师任青联儿童团顾问［6］，在各乡，小学教员则

为乡青救会之顾问并兼儿童团之指导员［7］。可见儿

童团的组织基本在小学内。其中，虽然《章程》规定了

入团年龄，但实际上，边区各小学学生的年龄不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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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六、七岁，大的甚至在二十岁以上［8］。对于这一

情况，各小学将年龄较小的归入儿童团，年龄较大的

则参加少先队。总体上来说，儿童团内学生的年龄方

差小于少先队内学生的年龄方差，因此对儿童团的探

讨也就比少先队更具聚焦性。

1938年3月通过的《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抗日

儿童团组织大纲》宣布儿童团为抗日救亡儿童团，以

“练习儿童自治能力，发动爱国情绪，养成抗日救亡精

神为宗旨”［9］。这种救亡精神不同于苏区共产主义儿

童团浓厚的政治性，而是以“抗日”来代替“阶级斗

争”。成分由苏区严格的阶级化区分，转变为农、工、

商的无阶级化区隔。尽管《章程》提出自愿原则，但边

区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中直接要求

“小学学生得参加儿童团或少先队组织”［10］58-64 。儿童

团作为教育国民的一种手段，其强制性显示出边区当

时“全民皆兵”的目标，同时体现了儿童团与童子军高

度的近似性，这种近似性体现在儿童团以抗日救亡为

己任的取向，以及儿童团体生活习惯的军事化。儿童

团里“时刻准备着”的口号，与童子军的口号“准备”同

样很相近。

抗日救亡的儿童，是边区教育所要塑造的官方身

体，也是儿童团所要达成的目的。用阿尔都塞的话来

说，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制，并不是通过镇压

性手段，甚至用肉体消灭的形式来运作的。儿童团受

重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儿童的身心稚嫩，对价值观

念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容易充满认同感，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的运行也就更容易。课堂之外运行的媒介显

示出多样化，通过官方报纸树立模范身体的典型等，

如《新华日报》报道了延安一区三乡定庄儿童张起财

不仅领导儿童做优属工作、开展春耕竞赛，还说服了

持反对态度的母亲［11］。在开展慰劳边防军英勇将士

的活动上，八岁的张东云把伙食费里的五百元拿出来

慰劳边防军，表示“大八路保卫咱小八路，咱小八路就

要慰劳大八路”［12］。边区旧历新年到来时，老百姓会

沿用旧习，找学校里的老师帮忙书写对联，陕甘宁边

区教育厅便会特制春联若干对，发到各学校，让学校

使用此标语：

“我们娃娃，现在要做抗日的小先锋，将来要做建

国的主人翁。

我们要积极参加春耕秋收，增加战时生产；我们

要当小先生，努力消灭文盲。

我们要参加盘查放哨，严防汉奸，巩固后方。我

们要有铁的纪律。

我们要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他们做事。儿童团

和少先队，都是娃娃们自己的组织。

女子娃娃都要参加儿童团或少先队。我们要有

民主的作风，我们要有互助的精神。”［13］

春节制作春联、标语本寓意着祈福，此时传统节

日的仪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标语里，儿童不再是

以往受剥削的奴隶，而被建构成为行动和认知的主

体，使儿童感受到了抗日救亡的“主人翁”精神。同

时，这种精神要在主体的基础上发挥功能，就要求它

不断吸纳新的主体，因此儿童团是无数“小主体”集中

而成的“大主体”。儿童团对个体的道德要求，不仅是

服务人群和生产劳动，还有浓厚的对国家的义务观念

存在，这种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并深入到个体实

践的各个环节，让其形成一种大众认同，使儿童不自

觉地接受这种意识。

二、身体训练：技艺涉入的官方身体

在组织上，儿童团采用民主集中制作为身体领导

的机制；而其严格的纪律机制是儿童团强大行动能力

的基础，同时也旨在消除自由主义和英雄主义。除在

课外实施纪律教育外，对于班级的编排按照军队进行

编制，使“学生在行动上和少先队取得一致”，并“能遵

守一定的军事纪律，使成为有训练有纪律的儿童组

织”［10］1-3 。除此之外，团内的各级组织领导可以通过

儿童选举来产生，学生纪律由学生团体规定执行，如

组织纠察队维持学校秩序，同时“全体儿童应该遵守

团体纪律与执行团体决议……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下

级组织应该服从上级组织”［14］。这种为革除“民主”与

“集权”的弊端，形成的是一种集体对个体的组织。

《儿童团组织章程》规定，抗日儿童团的日常任务

为“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

信；尊敬抗战官和兵；帮助抗属来做事；学习生产不稍

停”。在陕甘宁边区，儿童团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做抗战宣传的工作，如帮助自卫军放哨、查路条、

送信、探消息、捉汉奸、抓洋烟、帮忙土地调查等；二是

做优属工作，如帮抗属代耕、抬水、砍柴、推磨、扫地、

写信等；三是参加生产劳动，如春耕运动、秋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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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是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如做小先生、动员入学、

组织识字组等；五是做卫生教育的工作，如清洁运动、

灭蝇灭蛆、卫生宣传等［10］26-36 。除此之外，儿童团还要

开展壁报、黑板报、歌咏、秧歌、戏剧、讲演、访问、慰

劳、拥军优抗、动员参战等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15］。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心任务与边区环境密切

结合。抗日初期，儿童团主要做的是抗战建国的工

作。例如，延安县小学生上半年曾抓了二百盏以上的

烟灯，查获了四五十名逃兵。他们每星期都出发作一

次宣传抗战的工作，还去抗日军人家属家一次，除做

优属工作外，还向他们报告前方战况。有的小学生

还参加生产，例如延安县小学生就耕种了四十多垧

地。［16］米脂民丰磨石沟普小更是发动全乡的儿童团

进行拾谷茬工作［17］。抗战后期，儿童团主要任务是

协助进行边区的卫生教育工作，如清洁运动、灭蝇灭

蛆、卫生宣传、组织儿童认字组、家庭识字组、组织秧

歌队等［15］。

对于儿童团工作的进行，主要以订立各种竞赛作

为开展形式，同时反对竞赛中的锦标主义。通常以如

儿童与儿童、班与班、学校与学校等作为竞赛对象。

班级之间的竞赛一般先选出好的班，再发动其他的班

向其挑战。学校之间则发出应战书，再将应战书贴在

教室内［18］。竞赛所营造出的荣誉感和竞争状态，能

让儿童产生集体感和纪律性。为了造成优胜和失败

的对比，在竞赛结束后，除了公布成绩以外，还以更具

体的物象来比喻和表示，例如“最好的坐飞机，其次的

坐汽车，最坏背鸟龙”，用坐飞机、汽车等比喻，让竞赛

在颁发锦旗外，多了一份荣誉和耻辱的差别。但这种

气氛的刻意营造，在米脂县的民丰磨石沟普小起了相

反的作用，由此可见并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除此

之外，儿童团还通过各种游戏、体操和口号来对儿童

进行身体领导的动作。作为革命的后备军，儿童团的

身体领导扩及到儿童肉体、精神、姿势、卫生和口号等

方面，它旨在让个体的精神、肉体和意志与无产阶级

进行的抗日革命结合为一。

在对儿童秩序化和一统化的训育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这种教化性权力的施展过程，而训育的工作则是

将“模范儿童”的特质赋予在每一个儿童的身上，这种

特质包括了“清洁卫生、抗日、救国、守秩序、勇敢、诚

实”等美德，目的是使“好娃娃”、“好儿童”的影像在儿

童的身上体现出来。

三、善意与矛盾：官方身体的“工具化”趋向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1940年统计，陕甘宁边

区儿童团团员的数量达到了七万［19］，虽然数量远少

于华北儿童团团员，但对于边区自身而言，已涵盖了

全边区的儿童。边区民众多为穷苦农民，家里大一点

的孩子通常也要参与家庭生产，因此家长有不愿送孩

子上学的。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儿童团参与到

动员工作中，由于都是小孩，容易亲近民众，比教员动

员更具有说服力。同时，儿童团组织的“小先生”、“识

字组”也使文化教育工作开展得更为顺利。中央在

1940年下发的文件中，指出青年救国会及其领导下的

儿童团最主要任务之一，即为文化教育的活动：“他们

应该成为党与政府在国民教育方面的第一个助手。

他们的委员的最大多数应积极参加国民教育的活动，

在学校、社会中，成为成年、青年、儿童的模范。”［20］儿

童团除了自身素养、能力的提升以外，对边区社会公

益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在卫生、民众服务和舆论

宣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儿童团实际的开展工作中，儿童的身体建构

显现出一种与官方诉求不同的工具对待。儿童团的

课外活动，基本都是干抗战建国的工作，让儿童团原

本的功能产生了错位。例如，儿童团的出现，让儿童

成为了查路条、捉汉奸、抓烟鬼以及慰劳抗属等承担

革命任务的主要角色。一位老兵回忆抗战时期儿童

团团员查路条，八九岁的孩子“腰间插着小插刀，柄上

飘着红绸子”，看到陌生人后“面孔严厉地询问”，并

“一连串地盘问”，得到详细回答后“脸上才松弛下

来”［21］。一方面，儿童的身体是不成熟的身体，既表现

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不成熟，也表现为社会文化意义上

的不成熟。因此，儿童的身体生成［22］有别于成年人

在策略行动上的理性计算，儿童的个性形成和发展呈

现出与儿童心理不适宜的匹配。另一方面，这种单一

化的发展是一种对人的紧缩，让我们看到儿童身体工

具化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又是革命必须进行的工作，

它让儿童的存在价值只能通过革命来进行验证，这也

是革命的矛盾所在。对于这一问题，陕甘宁边区教育

厅于1942年下发了指示予以纠正：

“关于儿童团作用问题：我们认为儿童团一切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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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要应该是在校内解决儿童本身的问题，至于帮助

抗属打麦、砍柴、打绳子、抓赌博等事，不能作为儿童

团的当下任务，尤其是赌博系行政范围内的，儿童团

不应干涉，以后要纠正，只能在不妨碍儿童身心的开

展，不耽搁学习的原则下，由儿童自动去帮助一些工

作。”［23］

其次，在对儿童的动员工作中，儿童的监管人多

以偷懒怠惰的方式作为对抗，这些反抗都不是正面的

直接冲突，而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抗拒。詹

姆·斯科特对于这种行为引入了“隐蔽文本”的概念，

而与隐蔽文本所对立的是公共文本，它是主从群体之

间的公开话语，隐蔽文本则是发生在群体内部的幕后

话语。这种隐蔽文本不限于语言和情感，还包括柔性

的抵抗行动［24］。如1940年，延安、安塞两县的督学工

作报告指出，民众以莫吃的、莫劳动的、年龄小、娃娃

有病等，来逃避孩子入学，发生互相包庇或互相报复

的现象［25］。对于条件更为落后的清涧县，教育科在

报告中对民众的逃避方式总结为：（1）装病；（2）怂恿

学生自己不去，啼哭；（3）推到母亲身上，说母不贤；（4）

不送东西给学生；（5）组织集体抗罚运动；（6）以物资

或感情拉拢教员，耍私情；（7）口头应好，消极的推延
［23］。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文字记录中，对模

范儿童的报道多以“说服了顽固家长”作为案例，公共

文本以一种调和主义的语气来主导话语权，基于这些

公开文字记录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很可能是民众愿

意，甚至是热情的。但在隐蔽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

背后隐藏的行为，民众用这些方式来掩盖他们在意识

形态上的不服从。

四、结语

教育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其研究是有深度的研

究，必须扎根于对生命的体验，关注教育中人的生命

存在意义［26］。因此，所要研究的应该是儿童完整、活

生生的“人”。对陕甘宁边区儿童团的考察，要了解儿

童身体的存在和表现，除了考虑意识形态的存在对于

身体的影响以外，还要考虑儿童团对个体的身体领导

权的行使，以及施展在儿童肉体上的训练和要求。在

以身体作为观察对象时，才能产生一种剥离感，走出

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对身体的生产进行仔细的观

察。其次，在看待陕甘宁边区儿童团的时候，不能忽

视当时的历史背景。身体训练的技艺作为一种技术，先

在地决定着儿童日常生活的背景，自然也为其美好愿景

的主观预期奠定了物质与精神的客观现实基础［27］，尽

管儿童团的活动对儿童在自我、兴趣、个性化发展方

面有所欠缺，但是这种教育价值意义的偏差在国家危

难存亡之际的场景下，是难以避免的。抗日儿童团在

社会实践意义和价值上，是当时全民族抗战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在抗战活动中发挥了独特功

能，同时“使参加抗敌救亡的战士增加了多少勇气，使

犹豫恐怖的徘徊分子映出了多大的羞愧”［2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团组织在教育上逐渐

完善，与其他儿童组织一起纳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被

视为同一个团体，这种规训机制所要建构的是社会主

义生存所需要的身体。如从1950年倡议儿童要“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到1980

年后“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等。1980年以后的少

年先锋队不再呈现革命气候，而是以知识、技能训练

来引导儿童的身体发展。对模范身体的塑造，体现在

“中国好少年”、“中国好儿童”等称号的评选中。这种

对儿童的组训在《少先队工作手册》中，被视作“既是

一门科学，一门儿童教育、心理、社会的综合科学，又

是一门艺术，是精心雕塑灵魂的特殊艺术”［29］。2019

年是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

说：“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

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

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

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30］。纵观儿童团的发展脉络，尽管其组成、任务和

接受的训练，都与1949年后成立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有

着截然差别，但通过领导个体的身体发展这个动作，

可以看到在“国”与“民”的结合之下，少先队和儿童团

都试图标准化儿童的身体，打造新国民的性格。

另一方面，儿童的身体蕴意有着两个取向。第

一，儿童的身体即“儿童有身体”，儿童有身体这个“东

西”，强调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属性和工具功能，

同时，儿童又不是“身体”，身体作为“所有物”，是儿童

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生理实体［31］。这种具身化

的取向，将儿童的身体看作与世界交流互动的中心，

强调了身体作为儿童的实体性身体，决定着儿童认知

的视角和可能的限度。第二，儿童的身体即“身体是

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

儿童的”，因此这个身体是不成熟的身体，尽管身体是

儿童的，但儿童仍不具有主体性，这意味着儿童在社

会语境里比成年人更易打上烙印。这种身体再现的

取向，强调了儿童身体在社会建构里作为社会结构和

社会秩序的再现。本文试图以第二种取向作为儿童

身体的视角，探究身体技术是如何运用在儿童身体之

上，从而建构社会话语中儿童的官方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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